
徽州文书与徽学

一 、 绪 言

年代徽学（又称“徽州学”）是本世纪 以后才出现的新学

科。这个新学科出现之后，已有文章论述它和历史上作为新安理

学的“徽学”的联系和区别，也有文章指出它和历史上作为徽州府

学的“徽学”的不同，这大约是已没有纷争的问题了。至于把这个

新学科称为“徽学”好，还是称作“徽州学”好，曾是一个争论很大

的问题。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各方都提出了专题论文，经过讨

论，这个争论似亦结束了。但对徽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历

史时段等，至今分歧很大。有人认为，徽学研究的是徽州历史，

“徽州学就是一门专以徽州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有

人认为，徽学研究的是徽州历史文化“，徽州学是以徽州历史文化

为研究对象的”， 是“一门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地方史

学”。 有人认为，徽学研究的是一定时限范围内的徽州“大文

化”“，徽州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特别是封建

社会衰落时期，在徽州出现的具有异常显著特点的徽州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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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繁荣、衰落的发展过程。徽州学就是研究这个特殊矛盾产生、

有人则明确反对这种“时限”说，认为“将运动和消亡的学问”。

宋之前及鸦片战争以后的徽州文化断然地割除在徽学研究之

外”，“仅从其忘记了徽州文化当有其来源即产生的历史条件基础

及以后的演变来说，就应是不够完整的”，“南宋至清末的徽州文

化应是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或重点内容而不应是唯一内容”。

对于徽学研究的范围，有人强调限于徽州“一府六县”范围。有人

则认为“：关于徽学的内容，看来‘历史的徽州’、‘徽州的历史’这

两句话可以概括。而徽州的地域空间多次变化，淳安、婺源、绩溪

都曾是徽州的一部分，这是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则广阔得多，杭

州、景德镇、南京、上海、扬州等等都是。”并指出“：新安江可说是

徽州文化的摇篮。 即徽学研究不能仅限于徽州六县，并提出了

狭、阔两个空间。有的人没有指出具体空间，但也认为不能限于

徽州，“徽州文化不能仅仅指在徽州本土上存在的文化，亦还包括

由徽州而发生，由本籍包括寄籍、侨居外地的徽州人而创造从而

辐射于外，影响于外的文化，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有对徽州的强烈

认 ，。同

关于徽学，我们也曾提出过一种看法，即“：自徽州文书发现

以来，一个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新学科 ‘徽学’（又

称‘徽州学’）在学术界逐渐形成，并日益为国内外学者所瞩

目。” 显然，我们强调了徽州文书和徽学的关系。

本文试图从徽州文书的发现和徽学的出现的关系中，探讨徽

学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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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徽学何以会成为一门新学科

（一）新资料的 发现促进了新学科的产生大量

年下半年发现从 年。在甲恰好有字甲骨至今，

骨文发现的第二年（即 年），汉晋木简，相继在新疆和甘肃敦

敦煌文书则在而敦煌、居延面世。 煌石窟的宝藏 年重

由于见天日。 清末上述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大发现，出现了甲骨

学、简帛学、敦煌学三个新学科。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上述新

学科中有的已成为世界的显学。一个世纪的历史学的发展表明，

新资料的大量发现，促进了新学科的产生。正如王国维先生所

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同样，正是因为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 徽州文

书的发现，才出现了徽学这一新学科。据说，在好多年以前，安徽

省博物馆的刘和惠先生就提出过这种看法。他说：“徽学不是徽

州文书学。”这种意见也不无道理。确实，徽学不是徽州文书学。

但如果没有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会有徽学吗？有人认为，徽州

文化内容异常丰富、成就异常辉煌，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关注，以徽

州做研究课题的作者如林，正因为如此，才有徽学。试将徽州和

苏州、杭州做个比较，苏杭的历史文化内容不也异常丰富，成就异

常辉煌吗？特别是明清的苏州，是国内经济最先进的地区，物产

丰富，商业繁荣，人文荟萃，科甲连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

重要性，恐怕绝不亚于徽州。国内外以苏州为研究课题的作者及

其著述，亦不在徽州之下，可至今为什么没有被称作“苏学”或“苏

州学”的学科呢？

再举敦煌为例，可能更能说明问题。敦煌石窟造像是我国古

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在敦煌文书发现以前，这里人迹罕至，更

没有以敦煌为研究课题的学科，正是由于敦煌文书的发现并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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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个被称作“敦煌学”的世界显学逐渐形成、发展起来。以

往人迹罕至的敦煌石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和旅游者，有的

国家的普通百姓都以一生没到过敦煌为憾事，一定要到黄沙漫漫

的敦煌旅游一次，这除了因敦煌有我国人民创造的人类瑰宝

石窟造像之外，也和敦煌学为人所知不无关系。

所以，我们以为，徽学所以会成为一门新学科，其根本原因还

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但这绝不等于说，徽学只是研究徽州文

书。我们在研究徽州文书的同时，还必须研究内容异常丰富、成

果异常辉煌的徽州历史文化。不然就不能看懂徽州文书，更遑论

研究了。更何况，徽州文书本身就是研究徽州历史文化极为珍贵

的资料，对徽州文书的深入研究正是丰富和加深对徽州历史文化

研究的一个途径。所以，把徽州文书和徽州历史文化隔裂开来或

对立起来的观点，既是错误的，也是极有害的，不利于徽学研究的

发展。

（二）徽州文书的特点

在甲骨文发现后将近 年的 年，中国历史文化的又一

大新发现见诸报章，这就是徽州文书。徽州文书以其数量大、种

类多、涉及面广、跨越历史时间长、学术研究价值高而备受人们关

注。

现存徽州文书究竟有多少，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通常的说

法是 余万件。这种说法是我于 年前即 年 月在安徽

大学召开的“徽州文书整理经验交流会”上所做的《徽州文书的由

来、收藏、整理与研究》报告中提出来的。其根据是 年我在

绩溪县采访中得到的。那是雪花漫天飞舞的 月 日下午，我

就徽州文书是怎么流传出来的问题采访当时在绩溪县文管会工

作的余庭光先生。他自 年在屯溪新华书店工作， 年

月屯溪新华书店下设一个古籍书店，他被任命为古籍书店的负责

人。徽州文书主要是由屯溪的古籍书店收购，直接或经北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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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上海古籍书店卖到全国各地去的。在谈到徽州契约收购

时，余庭光先生说“：契约主要是从祁门收购的。祁门有个废品仓

库，用麻袋装契约，有的 年我去祁门收购了竟用竹篓子装。

好几万份，装了许多麻袋运回来。我们收 多购的契约总数有

万件。”于是，我在报告中说“：据屯溪古籍书店负责人余庭光估

计，他 多万件。若再加上通过其他途径流传们收购的契纸约

出去的，当比这个估计数还多。不过，由于这个估计数非常笼统，

而经其他途径流传出去的数量与之相比又很有限，可忽略不计。

现以此估计数即约 多万件，大体上还是妥当的。” 在看来，这

个数字就不妥当了。究其原因，一是那时许多收藏单位尚未对所

藏徽州文书进行整理，估计数字偏低。如徽州地区博物馆（今黄

山市博物馆）那时估计只藏近万件，现已查明有 万余件。二是

那时有些收藏徽州文书的单位还不为人所知。如收藏徽州文书

较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天津图书馆，便都没在我们那时

所列收藏单位中。今年初我去山东省图书馆查资料，在那里发现

藏有从南宋宝祐四年（ 年）到崇祯十二年（ 年）的徽州契

张。以前谁也没有想到山东省图书馆还藏约 有徽州文书。最

近听说，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 百余件有关徽州资料，其中

有七八百封与明末岩寺方用彬有关的信札。三是有些单位的收

藏，这 年间有明显增加。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收

藏，那时估计约万余件，现在经过整理，实际收藏 余件，

年间增加近 件。四是这些年徽州文书还不断地由徽州各县

流传出来。如华南研究资料中心（广州）于 年在黄山市购得

一批徽州民间文书。 在历史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和进修的日本

学者也在黄山购得一批徽州文书。 五是徽州各县民间仍藏有许

多文书，数量难以估计。 年我在去黄山考察徽州古戏台的路

上，就见到近百件从清中叶到民国年间的文书，被祁门县文管所

购得。当你走在屯溪街上，从卖古书的地摊上就会发现徽州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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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那里出卖。有人说，徽州文书在原徽州属县范围内还有可能

也有人说“：目前还散落在民间的未被发现成批发现。 的文书估

计 万件。至少还有近

徽州文书总数量远较原估计数字多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到底

有多少，颇难估计。这中间还牵涉一个计算方法的问题。如休宁

县档案馆所藏鱼鳞图 万多册从顺治四年到民国时期，总数达

件。此数字是“以内容相对独立原则进行基本数字统计，鱼鳞图

册、弓口册、田亩清册由于有散页不成册者，从其内容均为地域田

亩情况记载考虑，单独利用价值较高，故以一页为一件计”。 若

仅“以内容相对独立原则进行基本数字统计”，那么，抄契簿、租谷

簿等，是以一本为一件，还是以簿中所记每件契约、租约为一件

呢？现在看来，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统计标准，甚至一本书中对不

同收藏单位和不同种类文书的统计方法也不一致，这给统计工作

带来了困难。据严桂夫先生主编的《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说：

“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推算，徽州历史档案现存总数目不下于 万

件，其依据是：安徽省各级档案馆保存有 万多件，黄山市博物馆

万多件，南京大藏有 学历史系保存的 件，再加上其他收藏

单位的档案数量。”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收藏是 卷（册），黄

山市博物馆的收藏 万多件，都是以卷、册、张为单位而统计出的

数字，休宁县档案馆的收藏，以页计 万多件，以卷计共 卷，

均为徽州文书。该书所述其他收藏单位所藏徽州档案，不知其中

有多少是徽州文书，无从统计。上述黄山市博物馆所藏 万余件

年代后新购是 进的，休宁县档案馆所藏 卷是后来发现

的，均不在余庭光先生所估计的由屯溪古籍书店卖出去的 余

万件之内。现在看来，我们对徽州以外的收藏摸不着边，不知还

有哪些单位藏有徽州文书；对徽州属县民间的收藏也探不到底，

不知还有多少徽州文书不为外人所知。所以，难以对现存徽州文

书数量做出有根据的估计。如非要说个数字不可的话，斗胆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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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已被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大专院校、科研机关收藏的

徽州文书，以卷、册、张为单位计算，恐怕也不下 余万件。这于

个数字一说出口恐怕就偏于保守了，但愿日后的新发现打破这个

猜测数字。不管有多少种估计数字，其间有多大的差距，但认为

徽州文书数量大则是共同的。

徽州文书的种类之多，早为人所知，许多论述徽州文书的文

章中均有胪列。对徽州文书类别的分法，因收藏、整理、研究者的

角度不同，亦有不同分法。有的从事档案工作的人，把包括文书

在内的徽州历史遗存都归入档案的范围内，把古籍、碑碣、砖木竹

雕等一概归为档案，将这些历史遗存分为徽州教育档案、徽州文

化艺术档案、宗法制家族和经济档案、徽州官文书四类。徽州文

书在这种分类中分列于徽州教育档案、宗法制家族和经济档案、

徽州官文书中 我在《徽州文书的分类》中，将徽州文书分为八。

类，即：一、土地文书；二、赋役文书；三、商业文书；四、宗族文书；

五、科举、官吏铨选和教育文书；六、社会文书；七、阶级关系和阶

级斗争文书；八、官府案卷、档册、公文。 即将出版的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徽州文书类目》将徽州文书分为九类，即：

一、土地关系与财产关系文书；二、赋役文书；三、商业文书；四、宗

族文书；五、官府文书；六、教育与科举；七、会社文书；八、社会关

系文书；九、其他。在九类之下分 目，前五类 个目之下又

分 个子目。可见徽州文书种类之多。

徽州文书种类既多，涉及面必广。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涉

及徽州本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包。诚然，徽州文

书就其数量而言，土地关系与财产文书、赋役文书、商业文书这三

类文书占了绝大多数，难怪有人一提到徽州文书，就认为那只是

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史的新资料。其实，徽州文书反映从府政、县

政到百姓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宗族“社”会、风俗习惯等日常生活

的各个方面。第二，是说它涉及徽籍人士或因当官为宦、或因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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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商在全国各地乃至在海外的活动。虽说徽州文书的绝大部

分是产生于徽州本地的文书，但却不能说徽州文书只是徽州的文

书。至于以徽州文书为资料研究的范围的广度，更要随研究的深

入和眼界的拓展，有新的认识。不管怎么说，本世纪二三十年代

人们就提出“大徽州”的概念，而到今天，科技日益进步，交通更加

便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眼界仅限

于徽州一府六县的狭隘境地中呢？

跨越历史时间长是相对于现在国内其他地方发现的同时代

的历史文书而言的。在现在的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发现

了许多历史文书，如清代香港土地文书、清代珠江三角洲土地文

书、明清福建闽北文书、清代台湾淡新档案、明清浙江严州等府土

地文书和兰溪鱼鳞图册、清代四川巴县档案、明清四川自流井档

案、清代贵州文书、清代云南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清代江苏商

业文书和太湖厅档案、明清安徽除徽州文书之外的历史文书（如

宁国府南陵县档案）、清代河北获鹿土地文书、清代顺天府宝坻县

档案、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土地文书等等。以上只是数例而已，

稍翻一下秦国经先生所著《中华明清珍档指南》，就会知道各地所

藏文书档案之多。在全国范围内所藏同时代历史文书中，跨越历

史时间最长的当数徽州文书。闻见所及，徽州文书时代最早的是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嘉定八年（一二一五年）祁门县呈拱卖山

地契》， 最晚的是民国三十八年（ 年）的契约，前后延续

多年。

徽州文书的学术研究价值高是和徽州文书所具有的特点密

切相关的。徽州文书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

的特点。

所谓启发性，是指我们原来不知道，或在文献中见过，由于语

焉不详而没有引起注意，徽州文书中的实物资料启发我们对这个

事物的注意和认识。比如“契本”和“契尾”。在 元典章》和《大明

第 8 页



律》中都说到契本，可契本是什么样子，是做什么用的，从未见有

人说 又看到过。当我们看到明洪武二十八年祁门县契本之后，

同年月日同一桩土地买卖的契尾，既了解了契本的形制，也知道

了契本和契尾的关系。再读《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的

两相元代契本， 对照，便清楚了元、明两代契本形制的变化。又

如契尾，过去只在文献上看到过“契尾”这个词，但没看到过实物。

在看过从明洪武到清末的契尾，加以排比、分析，参考其他资料，

我们才弄清中国明清土地买卖制度的历史。

所谓连续性，是指现存徽州文书历史的延续不断。前已述

及，地方文书档案很多地方都有，可有的只有一个年代，缺乏这个

年代以前的和这个年代以后的，它们只是一个历史剖面的资料，

而徽州文书则有很强的连续性。以明清诉讼案卷为例，台湾淡新

档案、江苏太湖厅档案、四川巴县档案、安徽南陵档案、顺天宝坻

档案，数量大、卷帙多、内容丰富，对研究社会史、法制史、经济史、

政治史，都弥足珍贵。然而，上述资料都是清代的，有的仅是清代

同、光两朝的，难于窥见该地明清两代诉讼的变化。辽宁档案馆

所藏明代辽东残档中也有明代诉讼资料，却只有书吏拟文和官员

的批文，而没有诉、辩双方的禀状和诉状，研读起来颇费猜想，遇

缺损太多的，便不得要领，无法致详。徽州文书中的诉讼案卷最

早的是明宣德二年（ 年）的案卷，最晚的则延至民国十三年

年），延续近 个世纪而无中断。其中除官府所藏案卷之

外，均为民间收藏而没有收入官府档案的资料。如县衙书办代为

抄录并钤有县印的“抄招（”历史研究所藏《康熙三十二年休宁渠

口汪、李、胡控案》）、家族抄录辑成的“讼词稿（”南京大学历史系

收藏的《不平鸣稿 天启、崇祯年间潘氏讼词稿》）、家族撰辑单

独刊刻成的案卷（历史研究所藏嘉靖歙县呈坎罗氏《杨干院归结

始末》）、家族撰辑收录于家谱中的案卷（黄山市博物馆藏《大阜吕

氏族谱》最后一卷全部是讼案）、乡里书手收藏的地方诉讼稿（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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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所藏道光祁门高枧《道光祁门官司状纸》）和单张状纸等。

此外，还有明清两代徽州属县县令文集中的谳语（安徽省图书馆

藏明崇祯年间歙县县令傅岩《歙纪》第九卷《纪谳语》、中国科学院

图书馆藏清康熙年间休宁县令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下）、乡间教

人如何写状纸的类似“讼师秘本”资料（江西婺源县图书馆藏《珥

笔肯綮》和家族分摊讼费的文书等。延续时间长、内容如此丰富

的诉讼资料对我们了解明清两代诉讼制度的变化及其运行的实

态，其价值不言而喻。它还起到“坐标”的作用，把其他地区的诉

讼文书和它的同时期的诉讼文书作比较，便可知那个地区的诉讼

文书在明清诉讼发展史中的位置。

所谓具体性，是相对于文献的泛泛描述而说的。利用徽州文

书所作的研究，不是浮泛的描述，而是具体的说明。文献虽富，书

本虽博，但那里只是士大夫眼中的当时社会。它涵盖面比文书

广，却未必符合实际；它也许生动活泼、色彩绚丽，但恰似雾里看

花，并不真确。要想了解真实的历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并以实

物为依据作具体的研究，才有望揭示历史的真实。即以对农民的

研究来说，众所周知，从古至今，在中国，农民都占人口的大部分，

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农民更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然而，

至今我们对中国古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研究却很少。过

去中国史学界虽曾把农民战争史作为一个主要课题来研究，发表

了大量的论文，其中也涉及了农民生活的某些侧面，但主要还是

作为农民战争爆发的背景和原因，描述阶级矛盾激化时期的农民

生活状况，而对平常情况下农民如何生活，涉及甚少，更缺乏实证

性的具体研究。这也难怪，在中国古代，农民因受剥削和压迫，为

生计苦苦挣扎，不能读书，没有文化。他们既没有地主家族那样

编撰的族谱，也没有地主家族那样世代撰辑、保存下来的宗祠簿、

誊契簿、租谷簿等家族资料。人们很难追寻一个农民家族几十年

甚至十几代的演变过程，不得不借助于士大夫记录的农民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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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言片语来论述农民的生活状况，因而，总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

而徽州文书给了我们真实而具体的资料，使我们有可能揭开被士

大夫层层遮盖的帏帐，看到真实而具体的农民的生活。如祁门县

五都檡墅（今洪村）胡姓农民家族，在徽州文书散件和誊契簿中，

有 张关于这个农民家族九代人的文书。把这些文书按年代顺

序排列，具体地反映出这个农民家族怎样从租佃地主土地开始，

经过“葬主山”“、住主屋”沦为地主的仆人。这户农民家族怎样受

地主的实物地租、劳役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怎样靠自己的劳动

积攒起一部分“田皮”财产，又怎样被地主通过高利贷攫夺去，这

整个过程都是真实而具体的。

真实性，本可以不加说明。因为真实性正是历史文书档案与

其他历史资料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历史文书档案是当时当事者

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直接形成的文件，并非后来为某种目的而编撰

的材料，所以，它最真实可靠，可以作为历史的凭证。比如，土地

买卖契约、租佃文约、借券、还文书、卖身契等原件，都是历史上发

生的具体事物的真实记录，都是真实可信的，否则，就必然引发诉

讼。此外，当时遗留下来的诉讼案卷、贴在衙门和乡村的布告、由

全村成年男子署名画押的乡约合同等等，也都是未经任何人加工

整理的原始而真实的历史记录。

典型性指的是某些个案资料具有某种代表性。比如我们研

究地主，从族谱中可以知道某户地主是科甲不断“、奕叶功卿”的

缙绅地主，某户地主却是数代无人中举而颇有田产的庶民地主，

某户地主其土地积累主要是靠商业利润购买的商人地主。通过

调查研究，从不同类型的地主家族中，各选取一两个具体家族作

深入细致地研究，从其世系的递嬗，家族的教育，科举的状况，土

地的积累、管理和经营，宗祠的创立，族产的管理和运营，与官府

和当地其他家族、农民的关系，商业的活动和资财的积累，等等，

观察不同类型的地主家族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同种类型地主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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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什么共同的特性。比如明代祁门善和程氏，就是一户在明代

绅出过五个进士的 地主，这户地主除有历代修撰的族谱之外，

还有管理家族的《窦山公家议》，它包括族规家法、抄契簿、宗祠祭

祀簿、各种会簿、租佃契约和诉讼案卷，此外，还有以这户地主家

族为主的村镇志《善和乡志》，给这个具有代表性缙绅地主的个案

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又如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三甲里长户

朱学源户的资料，既有《万历九年清丈二十七都五图归户亲供

册》、《万历十年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万历二十年大造二

十七都五图黄册底》、《万历三十年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

《万历四十年壬子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又有该户《万历四

十年大造、天启四年大造、崇祯五年大造、崇祯十五年大造二十七

都五图三甲朱学源户册底》及顺治八年、十三年、康熙元年、六年、

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三十五年、四十年各年《清初二

十七都五图三甲编审册》。这样的从万历九年（ 年）到康熙四

十 年（ 年）关于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及其三甲与朱学源户的

长达 年连续资料，既是研究该图、该甲，也是研究朱学源这户

庶民地主的典型资料。丰富的歙县西溪南吴氏和休宁率口程氏

资料，将会成为研究商人地主及缙绅兼商人地主的典型资料。

正是因为徽州文书具有上述诸多优点与特点，吸引了许多研

究者全力以赴地研究它，以致出现了一门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

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

新学科 徽学。人们预感到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

代史特别是明清史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罢，我们对徽州文书和徽学远不如外

国学者敏感。 年，当时在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任教的美国学

者约瑟夫 麦克德谟特先生（ 周绍明）在《亚

洲文化研究》上发表《徽州原始资料 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

与经济的关键》，认为徽州文书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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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史的不可或缺的关 年，日本著名学者鹤见键资料。

号上发表《中国尚弘教授在《东洋学报》第 卷第 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认为该书的出版“对

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重要成就，是一

件划期性事件，其意义可与曾给中国古代史带来飞速发展的殷墟

出土文物和发现敦煌文书新资料相媲美。它一定会给今后中国

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带来一大转折”。“出版了从宋代到民国的

达七个世纪以上的这一地区如此之多而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对今

后的中国史研究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日本徽学研究专家

臼井佐知子教授在《徽州文书与徽州研究》一文结语中说“：徽州

研究的大特征可以说还是其丰富的资料。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

庞大的资料的存在，使得对以往分别研究的各种课题做综合性研

究成为可能。这些课题如土地所有关系、工商业、宗族和家族、地

域社会、国家权力和地方行政系统、社会地位和阶级以及思想、文

化等等。它也可以纠正局限于具体课题研究中易于产生的失误。

而且，这些资料是延至民国时期的连续性的资料，给我们提供了

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国社会的特性及其变

化的重要线索。

三、徽州文书和徽学在学术史上的位置

鹤见尚弘先生关于徽州文书“一定会给今后中国的中世和近

代史研究带来一大转折”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从一个世纪中国

历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徽州文书和徽学恰好给我们综合研究社

会实态提供了机会。

我国有清一代经学极盛，而史学却委靡。其原因，正如陈寅

恪先生所说“：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那时

的学问的对象只限于书本，而书本又只以经书为主体，经学又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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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三年通一经便为专门之学。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

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

其余绪延至本世纪初，有人仍固守几本经书不放，甚至竟说“：八

部书外皆狗屁。”

我国的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是以清末中国历史文化

的重大发现，特别是以甲骨文和敦煌文书的发现及由此而导致甲

骨学和敦煌学的建立为契机而实现的。当时的学者多为新发现

的资料而振奋，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写道“：吾辈生于今

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

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

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

始得为之。”这些新发现，使人们从纠缠不清的经学争论中解脱出

来，使得历史学以新发现的新资料为立足之根基发展起来。

当时学人都把精力集中在殷墟甲骨、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

疆木简上，学界流行着书不读隋唐以下的说法。据说因为一个人

穷一辈子精力仍读不完隋唐以下各代中一个朝代留下来的著作。

有的人认为，汉以前书太少，不够用；唐以后的书太多，读不完。

所以，最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正好，史料既够用，也读

得完。最近仍有述此意者，如云“：一般说来，上古史材料苦其少，

中古以降特别是近代史材料苦其多。材料少，是人为不能解决的

困难，是‘天难’，不是‘人难’；材料多，错综庞杂，互相矛盾，则是

向人力挑战的困难。 所以，本世纪初之史家多作古史，如陈寅

恪先生所说“：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

即使有治明清史者，亦重官书正史而轻笔记小说。在文献资

料中，认为官修实录、会典及后代所修正史才是可信的资料。在

这些学者看来，笔记、小说之言，乃稗史野记，不足凭信。迨至五

六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明清社会经济史的

研究有了飞速的发展，学者开始搜求实录、官书、正史之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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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笔记 年，随着明清社会史、小说、方志的资料。特别是最近

研究的走热，地方志和家乘谱牒更为研究者所瞩目。

我们知道，一个时代的朝廷政令和官书、正史所纪述的政治

制度，只是一种规定，它和这种政治制度的运行实态之间有很大

距离和区别。同样，朝廷颁布的经济政策和这种经济政策贯彻的

实际情况也有很大不同。因此，研究一个朝代的政治制度、经济

政策，不能只以朝廷颁布的有关政令、法律为依据，而要看其在实

际贯彻、执行中的实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半个世纪以来的明

清史研究者已不满足于那种只依据官书正史的研究，扩大了自己

的研究资料的搜寻面，除当时人的文集之外，更多地从地方志和

笔记小说中查找有用的资料，尽量缩小由文字所表述的形式上的

制度与实际运行时态的制度之间的距离，取得了一大批优秀的科

研成果。

然而，若到此为止，那仍然停留在由文字所表述的形式上的

制度的研究上。笔记小说对某一具体事物的记载和描述，非常具

体、生动，给人以鲜活的感觉。然而这只是历史上曾发生的具体

事物在笔记小说作者头脑中的反映，并不是历史上的具体事物本

身。更何况，笔记小说中对某一具体事物的记载，或相互抄袭，没

有新意；或是相互牴牾，让人无所适从。至于地方志，确实给研究

者提供了许多丰富的资料，比起官书正史的三言两语来，要具体、

详细。但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所说：“地方史志不

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 山本英史教授在《明清农村社会

制度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中亦指出，地方志名义上是当地行政长

官编纂的，实际执笔者多为当地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在一些特

定问题上出于特别的关心，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的记载还比较

生动和具体。但总的来说，多是表面的、平面的、缺少个性的，而

且往往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如对于某些事件，只要有关人物或

其子孙尚在，并在地方上有某些势力，对其不利的事情，方志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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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有意回避。特别是对农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由于方志

编者的不关心，偶有记载，也多是片断的，很少有生动的描述。

人们为了逐渐接近历史社会实态，开始注重比省通志和府、

州、县志记载更具体的乡镇志和族谱。然而，乡镇志亦无法避免

地方志的缺欠。族谱比乡镇志的记述更具体，乃一家的历史。本

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尽集天下

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家谱研究实践证明，家谱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它所蕴藏的

丰富的历史资料，正有待于学者去挖掘。然而正如厦门大学教授

陈支平博士在《福建族谱》中所说“：因为族谱毕竟是私家所记，不

受任何社会和公众约束，主观随意性很大。”他所论述的家谱中祖

先的寻觅与塑造，渊源的追溯与合流，异姓的联宗与合谱，神明的

崇拜与创造，族谱本身的装饰与炫 征引宏博，论列精当，任耀，

谁都难以置疑。因此，若据以研究历史社会实态，非经细心地鉴

别取舍则不可用。于是人们越来越瞩目于历史文书档案。

人所共知，我们无法完全复原历史，但如何接近历史实际是

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历史研究是为鉴古知今，研究过去是为

了现在，研究过去和现在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正如李约瑟在《中

国与西方的科学和农业》中所说“：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过去，我们

也就没有多少希望来把握未来”“，我们需要了解过去并去揭示其

与未来的关系”。一个乡村，一座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从其

历史发展过程中看到，在什么条件下它就发展，在什么条件下它

就衰败。我们怎样创造令其繁荣和发展而避免其停滞和衰败的

条件呢，首先要做好“鉴古知今”的工作。我们在做“鉴古知今”的

工作的时候，作为借鉴的“古”，是尽量接近历史实际的“古”，而不

是臆想的“古”，才能“知今”。如果作为借鉴的“古”是虚幻的、模

模糊糊的，甚至和历史实际完全相反的，又怎能“知今”？所以，研

究社会历史实态是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而历史文书档案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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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研究社会历史实态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历史上的任何社会，都是极为复杂的、丰富多彩的，而且诸多

方面都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我们想要真正了解那个时代的

社会实态，就必须全面了解它的各个方面，按其历史的本来面貌

来研究。

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把社会和自然界的诸多现象中的一部

分，从与其相互联系的诸多关系中抽出来，作孤立、静止的研究，

产生了名目繁多的科学学科。几百年来，人们对这些学科分别进

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对这些学科分别进行研究的时

候，排斥了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的影响。须知，这些学科本是从

社会和自然诸多观象中抽取出来的一部分，若真正地了解它，还

必须把它放回到社会和自然界诸多现象中去。随着科学的发展，

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孤立、静止研究的弊端，希冀改变过去“隔行

如隔山”，连相近学科都不互通的状况，开始做“交叉学科”“、边缘

学科”的研究。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即研究相去甚远的学

科的人坐在一起，共同作“无学科”的讨论。据一篇文章说，在美

国有一个“圣塔菲研究所”，圣塔菲（又译作圣菲、桑塔菲）是个地

名，位于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圣塔菲这个城市不大，从前也不出

名，但现在却声名远播，因为那里有个“圣塔菲研究所”。该研究

所成立于 年，谁也说不清它是研究哪个学科的研究所，如果

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它自己创造出的一个新名词：复杂学科

。它目前只有 个专职研究人员，却聘请了

多位所外教授，有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博士后和访问学

者在这里做短期研究工作。它每年拿出 多篇能在一级学术杂

志上发表的论文，出两份专业杂志。研究者都是各学科中赫赫有

名的大家，一大批都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如物理学奖得主盖尔

曼（ 、安德森（ 、经济学奖得主阿

诺（ ）等。这些研究经济学、物理学、生命科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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